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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novation diffusion and a two-stage questionnaire survey, 323 Chinese enterprises were selected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senior management team cognitive ability on EBMI.  The results of hierarchical regression showed that :(1) the cognitive ability of senior team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EBMI;  (2) 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 played a completely mediating role between cognitive ability and EBMI;  (3) Big data management skill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ability of senior management team and 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big data management skill, the stronger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ve ability of senior management team and 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  (4) Big data management skill moderat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 on the cognitive ability and EBMI of senior management team, namely, the higher the big data management skill, the stronger the indirect relationship between external knowledge search and the cognitive ability of senior management team.  The conclusion of this study verified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cognitive ability of senior management team on EBMI, expanded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of antecedent variables of EBMI, and provided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EBMI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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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数字经济与各产业的深度融合，给消费者和企业行为、以及企业获取数据资源的能力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企业现行的商业模式越来越无法应对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需要对其进行商业模式创新[1]。企业通过大数据分析来重新整合资源，能够降低价值创造成本。Amit和Zott[2]把商业模式创新分为效率型和新颖型两种类型。EBMI通过模仿的方式来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实现商业模式创新[3]。本研究聚焦于EBMI。相关研究表明，EBMI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转换成本、重置成本、采取统一行动的能力以及企业的信息控制能力四个因素对这种促进关系起关键性作用[3]。因此，探讨如何确保EBMI活动有效开展，对于拓展影响EBMI的前因研究及促进企业业绩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然而，现有研究对效率商业模式创新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商业模式组成要素、设计、结构、演化等领域[2]，对于影响EBMI的前因要素及情景因素的研究还比较匮乏。高管团队认知能力作为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前因要素，对EBMI具有不容忽视影响[4]。商业模式创新会改变行业的惯例，容易引起企业内部人员在认知层面的抵触[5]。Osiyevskyy 和 Dewald发现高层管理者较高的机会识别能力能够提升企业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服务和交易成本，以及降低高管团队对商业模式创新的认知抵触，有助于商业模式创新和变革[6]。Staw[7]等认为，企业高管团队感知出潜在威胁时，会倾向于搜寻吸收新信息，以设计制定出能够有效解决新问题、新挑战的创新方案。据此，本文预期，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可能会对EBMI产生积极作用。为此，本文将系统探讨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和EBMI之间的关系。
此外，如果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对EBMI具有影响，那么这种影响是如何发现的？现有研究没有对此问题给出明确答案。以往有关高层团队认知能力和企业创新结果变量的研究大多数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视角，即关注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如何影响企业提升绩效[4]，但忽略了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对影响企业业绩的知识信息的探讨。而在知识信息传递给企业的过程中，能够给企业带来创新思维[8]。鉴于此，本文通过创新扩散理论[8,9]，为进一步打开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和EBMI之间的“黑箱”，找到了一把钥匙——外部知识搜寻。创新扩散理论指出，创新可以是人们感知到的新产品、新服务、新想法等[10]，高管团队成员由于比企业其他成员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具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大众媒体、合作伙伴、改革推动者以及行业会议、论坛等[8]，所以通常是创新相关知识信息的早期“知悉者”[11]。而外部知识搜寻正好反映了从企业外部搜索开展企业创新活动、提高企业业绩所需知识和信息的过程[12]。就这点而言，外部知识搜寻很可能充当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和EBMI之间的中介变量。同时，为了增强高管团队认知能力研究的情景变化，本文提出大数据管理技能可能是影响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和外部知识搜寻之间关系的边界条件。大数据管理技能作为一种重要的团队情景变量，是指企业对自身拥有的大数据进行运用、管理的技术和能力[13]。考虑到高管团队在做决策时，会把大数据分析提供的结论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并做出反应，大数据管理技能可能会影响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因此，本文还将检验大数据管理技能在高层管理团队认知能力和外部知识搜寻之间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探讨高管团队认知能力是否对效率型商业默哀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外部知识搜寻是否在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和EBMI之间起中介作用，以及大数据管理技能是否起调节作用。本研究基于创新扩散理论[9]，并借鉴以往的相关研究，来阐释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如何通过外部知识搜寻影响EBMI，该视角能够加深高管管理团队认知能力对EBMI作用机制的理解。同时，本研究注重高管团队认知能力的情境化，以大数据管理技能为调节变量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这不但有助于揭示高管团队认知能力作用的内在过程及边界条件，丰富和发展高管团队认知能力的理论，而且能够为高管团队提升EBMI能力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启示。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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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框架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高管团队认知能力与EBMI
高管团队认知能力是指高管团队感知、共享企业内外部环境所含知识并用于解决问题的能力[14]。Hambrick 和 Mason[15]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是高管团队认知能力研究的基础，该理论认为高层管理者对企业战略的选择受价值观、人格特质、认知模式和能力等因素影响。Doorn等[16]认为高管团队的认知能力主要体现在高管团队对信息的判断能力和对知识的吸收能力。Staw等[7]认为高层管理团队对机会的识别能力和对风险的感知能力都会驱动组织变革，高层管理者的认知能力反应在复杂环境中的感知、判断、决策和执行能力。其中，机会识别能力是指高管团队对政策、市场等环境变化所带来机会的认识与判断。风险感知能力是指高管团队对可能会影响企业发展的绩效性风险及合法性风险的洞察与理解。因此，本文认同从机会与威胁视角介入，进一步解构高管团队认知能力的观点。
 Hambrick 与 Mason[15]认为高管团队的决策对企业EBMI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高管团队的认知能力影响其决策能力和资源获取能力。据此，本文推测高管团队的认知能力可能会影响企业EBMI。具体而言：首先，高管团队的强机会识别能力可以帮助企业在不确定的复杂环境中把握市场动向，及时发现潜在的市场机会，即时采取有效措施来弥补潜在的市场需求。促进企业EBMI，进一步提升企业绩效[7]。在数字经济环境下，政府管制政策改变和行业规则重塑都能够给企业带来重大影响；高管团队的强机会识别能力能够捕捉到政策变化给企业带来的商业机会，并根据政策变化程度对企业商业模式进行相应程度的调整[17]。在动态的环境中，企业需要紧盯市场需求和政策的变化趋势，具有较强认知能力的高层团队能够清晰掌控企业定位，识别出现行商业模式的不足，吸引其他利益相关这统一行动，创新交易方式，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以提升企业绩效[3]。
其次，企业开展商业模式创新活动需要比以往承担比以往更多的挑战和风险，进而影响企业不愿意开展商业模式创新活动[18]。已有的研究发现，风险感知能力越强的高管团队越愿意推动企业创新行为，以创新应对风险带来的挑战，以及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19]。同时，企业开展EBMI能够有效提高生产和服务效率，降低企业生产和服务成本，提高其他利益相关者采取同一行动的愿意，这会引起行业内其它企业的反感并采取压制措施[20]。因此，对合法性风险有效的识别是开展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前提。此外，高管团队越能精准洞察出对企业绩效水平有影响的潜在风险关键因素，就越能制定出应对风险的有效预案，从而助力企业EBMI活动带到预期目标，并能有效降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转换成本[21]。事实上，当对企业绩效水平有影响的潜在风险关键因素越来越多的被高管团队洞察出时，企业更愿意采用系统化的创新活动来消除或避免这些不利因素的影响[19]。据此推测，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可能对EBMI具有积极的作用。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和EBMI显著正相关。
1.2 外部知识搜寻的中介作用
[bookmark: OLE_LINK33]外部知识搜寻是指根据供给和需求，在地理空间中非本地搜索解决方案所需知识和信息的行为[12]。Katila和Ahuja[22]认为企业的搜索实际上可以分为深度搜寻和广度搜寻两个不同的维度：深度搜索是指企业重复使用现有知识的频率，搜索广度是指企业探索新知识的范围。根据认知评价理论，企业高层管理团队对特定事物的判断和反应会受其认知能力的影响，高层管理团队的知识库的丰富程度决定了其认知能力的高低[23]。当企业高层管理团队意识到团队内部的知识无法满足外部环境变化的要求时，就会采取外部知识搜寻的方式来丰富自身的知识库，以适应和满足新环境的要求。同时，高管团队通过外部知识搜寻，能够寻找到或设计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案，从而有效支持企业的高层次的创新活动[24]，比如EBMI。因此，本文推测，外部知识搜寻可能在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和效率型商业模式之间起中介作用。
高管团队认知能力会对外部知识搜寻产生积极作用，这是由于，当高管团队从不确定的复杂环境中识别出企业的潜在发展机会时，或者感知到企业存在潜在威胁，而企业自身拥有的知识库还无法满足抓住机会或消除威胁的要求时，高管团队就会倾向于通过外部知识搜寻来丰富自身的知识库，以满足新需求[24]。根据创新扩散理论[8，9]，高管团队会主动寻找与企业知识库形成互补性的知识,并通过广泛搜寻外部知识，来发现和填补企业知识库的空缺；高管团队通过对外部知识的深度搜寻，来理解、熟悉和完善新知识的知识体系[25]。同时，高管团队会把通过外部搜寻获得的知识与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匹配，分析这些知识能否真正解决所需解决的问题，一旦匹配成功，高管团队就会把通过外部搜寻获得的知识运用到解决被高管团队识别出的潜在问题上[26]。由此来看，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可能与外部知识搜寻存在正相关。
外部知识搜寻也可能对EBMI具有正向影响。主要原因在于：首先，广泛的外部知识搜寻能够丰富企业的知识库，从而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22]。具体而言，外部知识搜寻能帮助企业获取如新技术、新方法等异质性知识和互补性知识，这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更好地抓住环境变化带来了潜在机会，以及更科学地消除环境变化带来的潜在威胁，从而提高企业生产、服务及交易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服务及交易成本[27]。其次，深度外部知识搜寻可以加强对该知识的理解及熟悉程度，为企业开展EBMI活动提供基础保障[25]。具体而言，深度的外部知识搜寻能够增强企业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和理解，降低交易双方因复杂性环境带来的信息不确定性和不对称性，实现交易双方交易成本的降低，运营效率的提高[2]。这意味着企业通过广泛和深度的外部知识搜寻，对企业EBMI有正向的影响作用。由此，本文推测，外部知识搜寻可能会正向影响企业EBMI。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认为，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可能通过外部知识搜寻来影响企业EBMI。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外部知识搜寻中介了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和EBMI之间的关系。
1.3 大数据管理技能的调节作用
大数据管理技能是企业对大数据的运用进行计划、决策、组织、控制的技术和能力，包括了对技术知识的管理、对商业知识的管理等方面的内容[13]。当企业处于较高水平的大数据管理技能状态时，高管团队不仅能够借助大数据分析的结论，更高效地在复杂环境中识别出企业存在的潜在机会或潜在威胁[28]，而且还能够借助大数据分析的结论发现企业自身知识库的空缺，为外部知识搜寻制定明确的计划和决策，并能更高效地组织和控制外部知识搜寻活动的广度[29]。同时，高水平的大数据管理技能能够协助高层管理团队识别出企业在某一新知识系统性方面存在的空缺，协助高管团队作出外部知识搜寻深度程度的决策[30]。因此，大数据管理技能可以被看作是增强高管团队识别能力作用效果的外部因素，提升了其对企业外部知识搜寻的影响。
相反，当企业处于较低水平的大数据管理技能状态时，企业对使用大数据的计划、决策、组织和控制技能还比较薄弱，大数据分析获得的结论无法反映出环境的实际变化[13]。高管团队较难从大数据分析结论中识别出复杂市场中的潜在机会和潜在威胁。同样，高管团队也较难从大数据分析的结论中来寻找和识别企业自身知识库的短板，从而也无法驱动企业进行外部知识搜寻[31]。因此，当大数据管理技能较低，且大数据分析结论作为高管团队的决策的参考要素时，高管团队的识别能力对外部知识搜寻是无用的，进而不会对企业外部知识搜寻产生进一步的影响。综上来看，较高的大数据管理技能会增强高管团队识别能力对企业外部知识搜寻的正向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大数据管理技能在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和外部知识搜寻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
结合假设H2和H3，本研究进一步预期，外部知识搜寻在高管团队识别能力和效率型商业模式间的中介效应会受到大数据管理技能的调节。具体而言，在大数据管理技能较高的情况下，高管团队识别能力和外部知识搜寻的关系会更强，企业会更主动地开展广泛且深度的外部知识搜寻，以填补企业空缺的知识，减少甚至消除企业与知识源的差距，丰富企业自身的知识库，从而提升企业开展EBMI的能力，促进企业开展EBMI的积极性[29]。相反，较低的大数据管理技能会降低高管团队的识别市场潜在机会或潜在威胁的能力，从而削弱高管团队对外部知识搜寻的驱动作用，因此，企业较少开展的EBMI活动。综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大数据管理技能会调节外部知识搜寻在高管团队识别能力和EBMI之间的中介效应。大数据管理技能越高，这一中介效应越强，反之则越弱。
2 研究方法
2.1 样本与数据收集
为了减少自测法所造成的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的数据调查采用两阶段法。对966家中国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开展问卷调查，每家企业都仅发放一份问卷。第一阶段，用于收集高层管理团队认知能力、外部知识搜寻和大数据管理技能的数据；第二阶段，用于收集EBMI，第二阶段的问卷仅对第一阶段的填写的问卷有回应者发放。对于错填、漏填、大面积同一答案、未达到填表条件者填写的问卷，本研究均将其视为无效问卷。
本研究对所有问卷均进行编码，以方便对两个阶段的调查进行配对。为了保证问卷的质量，课题组在问卷首页注明本问卷所获得的信息仅用于学术研究，填表者匿名填写，并承诺绝对保密本问卷所获得的所有信息。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许多中国企业的商业模式都开始向数字化转型，因此，根据被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本研究没有限制被调研企业的类型。 
本研究问卷通过面对面或电子邮件形式发放，在2021年7月至10月进行了预测试调查， 在预测试调查中，第一阶段发放了326份问卷，收回183份，第二阶段针对第一阶段有回应者发放了183份问卷，回收155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89份。经检验，各潜在变量的Cronbach’s α 系数都大于0.8，根据Nunnally(1978)的观点，变量的内部一致性良好；KMO值大于0.8，巴特利特的球形检验值显著(Sig.< 0.001)｡因此,可以正式确定本研究的调查问卷。2021年11月至2022年2月开展正式调查，在正式调查中，第一阶段发放了632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468份，第二阶段针对第一阶段有回应者发放了468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356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323份。正式调研所获样本的具体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表1 受访企业及个人特征描述性统计
	企业特征
	
	个人特征

	类别
	分类
	数量
	占比%
	
	类别
	分类
	数量
	占比%

	行业分布
	制造业
	155
	48.0
	
	性别
	女
	140
	43.3

	
	服务业
	104
	32.2
	
	
	男
	183
	56.7

	
	农林牧渔业
	19
	5.8
	
	职位
	高层管理者
	169
	52.3

	
	其它行业
	45
	13.9
	
	
	中层管理者
	154
	47.7

	企业规模
	200人及以下
	81
	25.1
	
	年龄

	25周岁及以下
	25
	7.7

	
	201人-500人
	139
	43.0
	
	
	26周岁-35周岁
	120
	37.2

	
	500人 以上
	103
	31.9
	
	
	36周岁-45周岁
	139
	43.0

	企业成立年数
	3年以上
	253
	78.3
	
	
	46周岁-55周岁
	37
	11.5

	
	3年及以下
	70
	21.7
	
	
	56周岁及以上
	2
	0.6

	企业总部所在地
	东北
	9
	2.8
	
	教育
	博士
	3
	0.9

	
	华东
	113
	35.0
	
	
	硕士
	41
	12.7

	
	华北
	33
	10.2
	
	
	本科
	151
	46.7

	
	华南
	133
	41.2
	
	
	大专
	88
	27.2

	
	西南
	35
	10.8
	
	
	大专以下
	40
	12.4



2.2测量工具
本研究遵循翻译—回译程序，将英文高端期刊的成熟量表翻译成中文，变量采用Likert五级量表进行测量，数字从1到5代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1）高管团队认知能力：机会识别能力采用Wang等[33]开发测量量表，共5个测项，典型条目如“我们公司的高管团队成员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从政府政策及产业发展规划中发现商业机会”；“我们公司的高管团队成员大多数情况下能够与顾客互动过程中发现商业机会”。在本研究中。风险感知能力采用Williams等[34]开发的测量量表，共个测项，典型条目如“我们公司的高管团队成员大多数情况下能够把握经验决策会出现的各种结果”。
（2）外部知识搜寻：本研究采用采用Laursen和Salter[35]人开发的4个维度16个条目的量表，具体分类如，市场维度的“软件、材料、设备、零部件等供应商”；机构维度的“大学或其他高等学校”；专业维度的“卫生健康方面的安全标准和法规”；其他知识源，如“计算机数据库，贸易/技术出版社”等。（3）大数据管理技能：本研究采用Gupta等[36]修订的5个条目的量表，典型条目如“企业基于数据而不是直觉做决定”“企业会主动寻找新的数据和技术知识”。
（4）EBMI：本研究采用Zott和Amit[37]开发的7个条目的量表，典型条目如“降低了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性”、“降低了交易成本”。
（5）控制变量：参考以往研究的做法，本文将企业年龄、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及填表者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和职位作为控制变量。
3 数据结果分析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采用两阶段数据收集方法，以降低因管理者自评方式收集数据带来的共同方法偏差影响，但无法完全消除共同方法偏差，为此，本文通过Harman单因子法来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对所有题项数据进行非转轴的操作，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获得最大因子解释变量为43.10%的方差变异，此结果并未超过50%的建议值。由于Harman单因子法的敏感性比较弱，本研究还采用不可测潜在方法因子控制法来对共同方法偏差作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加入共同方法因子后，并进行逐一检验，结果发现，五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相较于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没有显著改善（GFI和IFI的增加值不到0.01，RMR减少值小于0.01，RMSEA增加了0.001，具体见表2）。综上所述，可以判断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3.2 验证性因子分析 
   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外部知识搜寻、大数据管理技能、EBMI四个变量的区分效度，具体结果见表2所示。可以看出，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显著优于三因子、二因子、一因子模型，这表明本研究涉及的四个变量区分效度显著。
表2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N=323）
	模型
	χ2/df
	RMR
	RMSEA
	GFI
	IFI

	五因子模型（A、TMTA、EKS、BDMC、EBMI）
	1.728
	0.041
	0.048
	0.913
	0.977

	四因子模型（TMTA、EKS、BDMC、EBMI）
	1.709
	0.049
	0.047
	0.905
	0.975

	三因子模型（TMTA+EKS、BDMC、EBMI）
	3.788
	0.082
	0.093
	0.772
	0.899

	二因子模型（TMTA+EKS+BDMC、EBMI）
	4.778
	0.095
	0.108
	0.736
	0.861

	一因子模型（TMTA+EKS+BDMC+EBMI）
	7.977
	0.120
	0.147
	0.598
	0.739


注：A代表共同因子；TMTA代表高层团队认知；EKS代表外部知识搜寻；BDMC代表大数据管理技能；EBMI代表外部知识搜寻。下同。
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中企业年龄、企业性质、企业规模及填表者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和职位等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见表3。由表3可以看出，EBMI与BDMC成显著正相关关系（r=0.39,p<0.01）；资源整合与BDMC成显著正相关关系（r=0.55,p<0.01）；EBMI与资源整合成显著正相关关系（r=0.37,p<0.01）。
表3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N=323）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公司年龄
	1
	
	
	
	
	
	
	
	
	
	

	公司性质
	-0.08
	1
	
	
	
	
	
	
	
	
	

	公司规模
	0.24**
	-0.08
	1
	
	
	
	
	
	
	
	

	受教育
	-0.24**
	-0.14*
	-0.03
	1
	
	
	
	
	
	
	

	年龄
	-0.08
	0.10
	.07
	0.01
	1
	
	
	
	
	
	

	性别
	0.13*
	0.02
	-0.09
	-0.17**
	-0.12*
	1
	
	
	
	
	

	职位
	0.27**
	0.03
	0.22**
	-0.36**
	-0.27**
	0.29**
	1
	
	
	
	

	TMTA
	0.06
	0.09
	0.08
	-0.06
	0.11
	-0.14*
	-0.01
	(0.90)
	
	
	

	EKS
	0.21**
	-0.03
	-0.02
	-0.09
	0.03
	0.06
	0.02
	0.61**
	(0.90)
	
	

	BDMC
	0.39**
	0.04
	0.01
	-0.16**
	0.02
	-0.03
	0.01
	0.44**
	0.63**
	(0.96)
	

	EBMI
	0.13*
	0.01
	-0.06
	-0.19**
	0.07
	0.03
	0.02
	0.37**
	0.56**
	0.45**
	(0.93)

	平均值
	1.98
	2.85
	1.98
	2.63
	2.60
	1.43
	2.23
	-0.45
	-0.06
	0.00
	-0.04

	标准差
	0.86
	0.76
	1.35
	0.89
	0.81
	0.50
	1.09
	0.88
	0.70
	0.87
	0.81


注：对角线括号内数字为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分别表示p<0.001、p<0.01、p<0.05。
3.4 假设检验
(1) 主效应检验
采用层级回归，对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和EBMI的主效应关系通过SPSS23.0进行检验，具体步骤为：首先，以EBMI为因变量，将公司年龄、公司性质、公司规模及填表者的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职位作为控制变量放入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见表4模型M1，接着，将自变量高管团队认知能力放入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见表4模型M2。从模型M2可知，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对新颖型商业模式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 =0.340，P<0.001），由此，假设H1得到支持。
(2) 资源整合的中介效应
参考Baron与Kenny[38]的中介检验方法检验外部知识搜寻在高管团队和EBMI间中介作用。具体步骤为：首先，检验主效应（见表4模型M2），检验结果已支持H1；其次，对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和外部知识搜寻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分析结果见表4模型M6，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对外部知识搜寻的正向影响显著( β=0.501，P<0.001)。然后，检验外部知识搜寻和EBMI的关系，分析结果见表4模型M4，外部知识搜寻对EBMI的正向影响显著( β=0.047，P<0.001)。最后，在模型M1和模型M2的基础上，加入外部知识搜寻中介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模型M3，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对EBMI的正向影响不显著( β=0.047，P>0.05)，外部知识搜寻对EBMI的影响显著( β=0.584，P<0.001)。这表明，外部知识搜寻在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和EBMI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因此，假设H2得到证实。
表4 层级回归检验结果
	类别
	EBMI
	外部知识搜寻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公司年龄
	0.116*
	0.091
	0.004
	0.001
	
	
	0.185
	0.148***
	0.008
	-0.005

	公司性质
	-0.025
	-0.057
	-0.013
	-0.007
	
	
	-0.029
	-0.077
	-0.085
	-0.078

	公司规模
	-0.053
	-0.065*
	-0.034
	-0.031
	
	
	-0.035
	-0.053*
	-0.032
	-0.026

	受教育
	-0.164*
	-0.148**
	-0.141**
	-0.142**
	
	
	-0.036
	-0.012
	0.019
	0.025

	年龄
	0.075
	0.044
	0.043
	0.046
	
	
	0.047
	0.001
	0.007
	0.016

	性别
	-0.004
	0.082
	-0.020
	-0.034
	
	
	0.048
	0.176**
	0.189
	0.193

	职位
	-0.027
	-0.028
	-0.014
	-0.013
	
	
	-0.024
	-0.024
	0.006
	0.009

	TMTA
	
	0.340***
	0.047
	
	
	
	
	0.501***
	0.360
	0.371*

	EKS
	
	
	0.584***
	0.623***
	
	
	
	
	
	

	BDMC
	
	
	
	
	
	
	
	
	0.353
	0.361*

	交互
	
	
	
	
	
	
	
	
	
	0.076*

	R2
	0.060
	0.193
	0.337
	0.336
	
	
	0.058
	0.439
	0.563
	0.570

	ΔR2
	0.060
	0.133
	0.144
	0.028
	
	
	0.058
	0.381
	0.124
	0.007

	F
	2.871**
	9.359***
	17.715***
	19.857***
	
	
	2.769**
	30.664***
	44.769***
	41.341***

	有条件的间接效应
	调节变量
	水平
	效应
	SE
	Boot 95%CI
	INDEX
	SE
	Boot 95%CI

	
	环境不
确定性
	低
	0.178 2
	0.035 1
	[0.110 7,0.248 2]
	0.044 5
	0.019 8
	[0.010 5,0.087 6]

	
	
	高
	0.255 3
	0.042 6
	[0.176 7,0.345 1]
	
	
	

	
	
	差异
	0.077 1
	0.034 3
	[0.018 3,0.151 8]
	
	
	


注：***、**、*分别表示p<0.001、p<0.01、p<0.05，交互代表高管团队认知能力与大数据管理技能的交互项。
(3) 调节效应检验
采用层级回归，分四步对大数据管理技能的调节效应进行逐步验证。其中，交互项是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和大数据管理技能两者分别标准化后的乘积。具体而言，以外部知识搜寻为因变量，在回归模型中加入公司年龄、公司性质、公司规模等，同时进一步测量受测者的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职位等控制变量，具体验证结果见表4模型M5。进一步研究，加入自变量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分析结果见表4模型M6；然后，加入大数据管理技能调节变量，分析结果见表4模型M7；最后，在回归模型中加入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和大数据管理技能的交互项，分析结果见表4模型M8，交互项系数显著( β=0.076，P<0.05)，表明大数据管理技能在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和外部知识搜寻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为了进一步明晰大数据管理技能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绘制出大数据管理技能均值分别加、减一个标准差（+SD、-SD）水平下高层团队认知能力和外部知识搜寻之间的关系图（如图2所示）。简单斜率结果表明，高大数据管理技能所在直线的斜率（γ=0.4368，P<0.001）比低大数据管理技能所在的直线斜率（γ=0.3048，P<0.001）更大，表明大数据管理技能起正向调节作用，即大数据管理技能越高，高层团队认知能力对外部知识搜寻的正向影响越强。因此，假设H3得到验证。
(4)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研究运用SPSS中Process宏程序中的模型7对被调节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见表4下半部分。当大数据管理技能较低时，高管团队认知能力通过外部知识搜寻影响EBMI的间接效应显著（b=0.1782，Boot 95% CI未包含0）；当大数据管理技能较高时，高管团队认知能力通过外部知识搜寻影响EBMI的间接效应显著（b=0.2553，Boot 95% CI未包含0）。上述置信区间（CI）均没有包含0，表明无论大数据管理技能是高还是低，高管团队认知能力通过外部知识搜寻影响EBMI的间接效应都是显著的。Preacher等[39]认为被调节的中介存在的条件是调节变量在高低不同水平下，间接效应一个显著，另一个不显著。根据Preacher等[39]的判定方法，无法判断本研究存在被调节的中介。因此，Hayes[40]认为可以参考INDEX指标作出进一步判断。由表4底部数据可以看出，INDEX值为0.0455，置信区间是[0.0105,0.0876]，没有包含0，说明大数据管能力会调节外部知识搜寻在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和EBMI之间的中介效应。且高低大数据管理技能下外部知识搜寻的中介效应差异的置信区间不包含0，说明差异显著。因此，假设H4得到验证。

图2  大数据管理技能的调节效应
注：LTMTA、HTMTA、LBDMC、HBDMC和EKS分别表示高管团队认知能力、低高管团队认知能力、低大数据管理技能、高大数据管理技能和外部知识搜寻。
4 结论与讨论
虽然现有研究发现，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对企业战略选择、企业创新和企业绩效都有重要的影响[15]，但是，高管团队认知能力与EBMI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其影响机制是什么？现有研究对这些问题还缺乏比较深入的探讨。本文针对这些问题，通过两个阶段的问卷调查，对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和EBMI的关系展开研究。具体而言，本研究以高层梯队理论[15]和创新扩散理论[8，9]为基础，通过实证数据检验了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对EBMI的主效应，外部知识搜寻在高管团队认知能力与EBMI之间的中介效应，大数据管理技能在高管团队认知能力与外部知识搜寻之间的调节作用，及其对外部知识搜寻的中介作用的调节即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实证结果总体上支持了本文提出的4个假设。
4.1 研究结果讨论
首先，本研究证实了高管团队认知能力是影响EBMI的重要前提因素。以往的研究指出，高管团队识别能力包括了识别机会的能力和感知风险的能力，这些能力可以驱动组织创新变革，提升企业绩效[7]，但现有研究对高层团队认知能力和EBMI之间关系的实证检验还比较缺乏。由于商业模式创新需要承担更多更大的风险，进而影响企业开展商业模式创新的意愿[18]。具有较高机会识别能力和风险感知能力的高管团队，则更愿意对商业模式创新来把握机会和应对威胁[19]。据此，本研究推测，企业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可能对EBMI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高管团队认知能力的影响效应，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对EBMI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这一研究结果与现有研究提出的机会识别能力和风险感知能力能够驱动企业创新行为，降低企业生产、服务和产品交易成本观点相吻合[19,21]。
其次，本研究发现了外部知识搜寻在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和EBMI之间的中介作用。高管团队认知能力之所以会对EBMI产生影响，本文推测可能是高管团队成员识别出机会或感知到威胁后，会对企业的自身的知识库进行检索和评估，当发现自身知识库无法满足新要求时，高管团队就采用外部知识搜寻的方式来填补企业自身知识库的空缺[25]。已有研究表明，外部知识搜寻能够帮助企业获取新技术和新方法，从而降低企业生产、服务和交易成本[27]。鉴于此，本文借鉴创新扩散理论[9]，对外部知识搜寻在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和EBMI之间的作用进行了检验。实证结果证实了外部知识搜寻在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和EBMI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
最后，本研究还从情景因素视角深度讨论了大数据管理技能作为高管团队认知能力作用的边界条件。现有关于高管团队认知能力的研究虽然也从企业内部展开探讨，但还缺乏从大数据管理技能作为边界条件来进行探讨。基于此，本研究深入探讨了大数据管理技能在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外部知识搜寻和EBMI之间的地位和角色。实证结果表明，大数据管理技能在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和外部知识搜寻之间起调节作用，并且调节外部知识搜寻的中介效应，即当大数据管理技能越高时，高管团队认知能力会大幅提升外部知识搜寻，进而对EBMI产生简介的促进作用。
4.2 理论意义
本文的研究结果至少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理论意义：（1）本研究聚焦于EBMI的前因变量，将高层管理团队认知能力纳入研究框架，验证了高层管理团队认知能力对EBMI的促进作用，拓展了EBMI前因变量的现有研究成果。（2）为“高管团队认知能力为何会影响EBMI”这一问题提供了理论解释。如前所述，尽管不少现有研究探讨了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对企业创新、企业绩效的影响，但是很少有研究直接检验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和EBMI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以往的研究在解释高管团队影响企业创新行为的内在机制方面，大多是基于动态能力理论为基础[41]，本研究则从高层梯队理论[15]和创新扩散理论[8，9]为基础，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这是从一个相对新颖的视角来解读高层团队认知能力发生的作用机制。（3）初步确立了高管团队通过外部知识搜寻对EBMI产生影响的边界条件，显示出外部知识搜寻在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和EBMI之间的中介作用还依赖于一定的权变条件，比如本研究中的大数据管理技能这一内在因素，从而构建出被调节的中介模型，进一步完善了理论模型。   
4.3 实践启示
本研究的结论对企业管理实践也具有以下重要的启示：第一，由于高管团队认知能力会促进EBMI，因此，在尝试从事EBMI活动的团队中，高管团队可以充分发挥其机会识别能力和风险感知能力，使企业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捕捉潜在的市场机会和发现潜在的挑战和威胁，进而引导企业在解决新问题中进行EBMI。第二，外部知识搜寻的中介作用则提示高层管理团队，企业的知识库在企业创新活动中非常重要，它是企业开展EBMI活动更为直接的驱动因素，而且高管团队认知能力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高层团队应该多运用机会识别能力和威胁感应能力来评估企业的自身的知识库是否符合因环境变化提出的新要求，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外部知识搜寻行为来填补企业自身知识库的不足。第三，高管团队还应该对企业的大数据管理技能提升情况保持关注，如果企业的大数据管理技能比较高，能够满足企业发展的要求，高管团队应该充分发挥其认知能力来促进EBMI；如果企业的大数据管理技能比较低，不能满足企业发展的要求，企业应该通过各种途径来提高其大数据管理技能，以提高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对EBMI的影响。
4.4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本研在探讨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外部知识搜寻、大数据管理技能与EBMI之间的关系时，用的是横截面数据，属于静态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选择典型企业收集纵向数据、开展案例研究，揭示高管团队认知能力、外部知识搜寻、大数据管理技能与EBMI之间关系的动态特征。第二，虽然本研究采用的是两阶段方式来收集数据，但是由于在同一时点收集的自变量和中介变量，这会对判断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设计3个时点的追踪研究来对其进行改进。第三，本研究问卷的填表者集中在中高层管理者，且以自评的方式进行变量测量，这可能会增加共同方法偏差，经过统计检验，发现本文的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不严重，尽管如此，未来的研究应该采取多来源数据或者下属与高层管理者配对的数据收集方式对本研究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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